
第１９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９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４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４．０６．０１９

《后汉书》序论赞与东汉士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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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士人自古就有以道自任之传统，但其作为整体力量的发抒，则是在东汉一朝。东汉士林在与外戚、宦官针锋相
对的斗争中显示出直面生死、抗愤奸邪的勇气，谱写了一曲士林的正气之歌。范晔《后汉书》序论赞对东汉士林精神作了历

史性阐发，对后世士人精神气骨有很大的溉养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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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士人，历来即有以道自任的优良传统，
但士林精神的整体性高扬，则直到东汉一朝才得以

展现。东汉士人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同外戚、宦官

作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了一曲士林慷

慨激昂的正气之歌。范晔在《后汉书》序论赞中对

东汉士林的精神气骨作了历史性阐发，使其千古流

传，对中国后世士人的精神气骨有很大的溉养

之功。

　　一　儒学大义与东汉士林的精神气骨

东汉儒学兴盛，是东汉士林主观自觉精神的基

本源泉。首先，东汉帝王大力提倡儒学。光武曾于

长安受《尚书》，又为王莽时太学生，故其在军中仍

“投戈讲艺，息马论道”［１］，而其辅佐之臣亦多为儒

士，如邓禹、寇恂、冯异、马援、贾复、祭遵、耿?等，

大多都通儒学。而明帝为太子时即受学于桓荣，为

帝时又曾亲临辟雍讲学。章帝师张?，当时王室外

戚、功臣子弟皆受学。朝廷对儒学的提倡，自能引

领一时风气。其次，东汉时民间儒学也得到普遍发

展。西汉贾谊时民间儒学已有一定发展，“（贾谊）

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２］便透露出这

一讯息；汉武“独尊儒术”，进一步推动了民间儒学

的兴盛；至东汉时，民间儒学更得到长足发展。据

《后汉书》所载，南阳洼丹私学传《易》，从者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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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乐安欧阳歙，八世为博士，传《尚书》，光武时歙

为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数百人。济阳曹曾从歙受

《尚书》，门徒３０００人。乐安牟长，诸生学徒常千余
人，著录前后万人。山阳丁恭学《公羊严氏春秋》，

教授常数百人，建武时为少府，诸生自远方至，著录

数千人。如此类者甚多，可见其时民间儒学之盛。

再次，东汉的察举和征辟制度，也是儒学兴盛的一

个因素。由于察举和征辟以儒学为标准，故习儒能

走入仕途，自当能极大激发学儒之风。正是这种儒

学兴盛的局面，培养了东汉士人的忠义观念，故当

国家出现危机之时，便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纵观东汉一朝，除光武、孝明、孝章时期较为安

定外，可说动荡不已。动荡原由之一为外戚专权。

东汉一朝，窦太后、邓太后、阎后、梁后、窦后、何后

先后临朝，皆委任父兄执掌朝政。单梁冀一门，前

后就有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食邑

称君者有７人，尚公主者有３人，其余卿、将、尹、校
５７人，可见梁氏权力之盛。梁冀因质帝称自己为
“跋扈将军”，便行鸩杀，因清河王年长有德而不立，

而贪立懦弱之桓帝，秉政２０余年，权倾朝野，飞扬
跋扈，祸乱政治，无所不为。外戚擅权实为东汉动

荡之一大根由。动荡的第二个原由即为宦官专权。

由于外戚专政，幼主无由与大臣交接，而又不甘为

傀儡，故此与宦官合谋，诛灭外戚，却因此滋生出另

一更大之毒瘤：宦官专权。东汉自和帝以迄灵帝，

宦官成为与外戚对峙的另一大派，使东汉后期无一

宁日。宦官不仅深得皇帝亲信，盘踞内廷，且其子

弟亲党同样因察举进身为宦，散布州郡，因此势力

日益强大。而东汉士人便是在与外戚和宦官的对

抗中显示出群体的力量。

当外戚掌权时，士人的矛头指向外戚。东汉曾

有士人与外戚的几次正面冲突：和帝时郅寿、乐恢

因弹劾窦宪致死，袁安、任隗、韩棱、丁鸿、何尚文、

张?因弹劾窦氏获罪，当时只有班固、傅毅党于窦

氏，崔
!

虽曾在窦府，但多有谏争，后因疏出任长岑

令便不到任而归家。安帝时杜根上书请太后还政

几乎致死，直至邓氏废才又被起用。安帝时杨震、

翟?、陈忠谏阎氏擅权，未被采用，杨震为之自杀。

顺帝时张纲、朱穆、皇甫规谏梁氏擅权，陈蕃、延笃

因杀梁冀宾客遭贬，马融为梁冀作表遭吴斥责，

当时只有崔?党于梁冀。这些忠贞儒士能不畏权

臣，与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虽然屡受摧折，但仍不

屈不挠，使士人士气逐步增长，士人群体意识愈来

愈高涨，到后来便发展为汉末的党人风骨。在宦官

势力增长以后，东汉士林的矛头又指向宦竖：东汉

后期曾有两次党祸，他们与宦官进行了正面交锋，

尽管明知其难为却仍义无反顾、大义凛然，为此流

血殒命在所不惜。据《后汉书》载，济北相滕延，捕

杀中常侍侯览、段皀宾客，征诣廷尉免。左胕兄滕

为河东太守，皮氏长赵歧弃官归，唐衡兄为京兆尹，

将赵歧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全部杀戮，赵歧逃难四

方。李膺为司隶校尉，中常侍张让弟张朔为野王

令，贪残不法，逃匿于张让家合柱中，李膺率人破柱

取朔杀之，桓帝责李膺以不先请便诛杀大臣，而宦

官更借机以部党之名对士人加以整体性打击，于是

构成第一次党祸，牵连逮捕２００余人。这些人虽于
第二年因窦武等上书赦归，但仍被禁锢终身。灵帝

建宁元年，窦武、陈蕃谋杀宦官不成，反为曹节、王

甫所杀。第二年张俭上书弹劾侯览，被侯览遮截，

奏章未上，后张俭于道逢侯览母，因其不避路而将

之收杀，并追收侯览家属宾客，共死百余人，灵帝以

张俭不先请而擅杀无辜，下诏捕俭，张俭逃命江湖，

于是构成第二次党祸。灵帝同时下诏捕先前党于

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附从禁锢及

于五族。两年后又捕太学诸生千余人，并诏党人门

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终身。张俭

逃命江湖，为救张俭无数士人及其家人皆流血殒

命，却义无反顾，在所不惜。

在中国历史上，有些事情从单纯结果上看不

出其价值所在，但其中却蕴涵着人类的道德目标，

此实为其深层价值所在，因此我们不能单纯从其

结果去评价某种行为。东汉士林与外戚、宦官的

激烈斗争虽未能取得胜利，亦未能振清朝纲，但

引领了一时风气，显示了士人的整体气节，影响

深远。范晔对此能倍加肯定与赞赏，表现了范晔

的远见卓识。

　　二　《后汉书》与东汉士林精神的历史性阐发

后人每说东汉为崇尚志节之时代，顾炎武称：

“以故东汉之世虽人才之倜傥不及西京，而士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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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似有过于前代。”［３］１０１１“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

于东京者。”［３］１００９诚然，东汉士林精神确实有足称

述之处。范晔在《后汉书》序论赞中对整个东汉士

林精神进行历史性阐发，他高度褒扬此期士人风

骨，尤其对与外戚、宦官作激烈斗争的士人称颂不

已。可见范晔除了具备史家之才学识之外，还拥有

章学诚所重视的史德，不愧为一代良史。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认为：“其书贵德义，抑势

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

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

而惟尊独行。”［４］３－４东汉士人有诸多美德，如让财、

廉节、让爵等，但更值得推崇的是他们对国家的高

度责任感。当国家有难之时，他们便不顾个人安

危，挺身而出，奋不顾身，作出自己最大努力。

首先，范晔对为国家命运与外戚、宦官作不屈

不挠斗争的士人作了由衷赞美：

永元之际，天子幼弱，太后临朝，窦氏凭盛戚之

权，将有吕、霍之变。幸汉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

二公正色立朝，乐、何之徒抗议柱下，故能挟幼主之

断，剿奸回之逼。不然，国家危矣。（《朱乐何传

论》）

顺桓之间，国统三绝，太后称制，贼臣虎视。李

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岂不知守

节之触祸，耻夫覆折之伤任也。观其发正辞，及所

遗梁冀书，虽机失谋乖，犹恋恋而不能已。至矣哉，

社稷之心乎！（《李固传论》）

夫刚烈表性，鲜能优宽；仁柔用情，多乏贞直。

吴季英视人畏伤，发言，似夫懦者；而怀愤激

扬，折让权枉，又何壮也！仁以矜物，义以退身，君

子哉！（《吴延史卢赵列传论》）

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

!

俗。而驱驰
"#

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

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

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陈蕃传论》）

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

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

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

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昔魏齐违死，虞卿

解印；季布逃亡，朱家甘罪。而张俭见怒时王，颠沛

假命，天下闻其风者，莫不怜其壮志，而争为之主。

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盖数十百所，岂不贤哉！

（《党锢列传论》）

和帝时窦太后称制，窦宪权倾朝野，而朱晖、乐

恢、袁安、任隗、何敞等同心协力，为汉室稳定作出

自己最大的努力，令人称扬不已。李固抗立朝廷，

一片忠心，观其临死遗胡广、赵戒书，忠正之心，天

日可鉴。吴因梁冀诬陷李固而愤然争之不得，因

马融为冀写奏章而质问其有何面目见天下之人，可

谓志气高扬。陈蕃存扫清天下之志，抗立朝廷，与

宦官作不屈不挠的斗争，联合窦武谋除宦官，功虽

不成，其信义却足以光照后世。王鸣盛《十七史商

榷》卷三十七云：“《陈蕃传论》，推明忠义心事，悲

愤壮烈，千载下读之，凛凛犹有生气。”［４］５在范晔看

来，桓、灵之世乱而不亡，正在于有忠贞儒士竭诚维

系世道人心。李膺、杜密等党锢诸君满腔正气，不

畏强权，为国家运命奋不顾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其节概志气足以感化人心。而张俭因触犯龙颜，亡

命江湖，范晔虽对张俭缺乏识见、不自量力的行为

加以批评，但对为救张俭置生命于不顾的士人却表

示高度赞赏，指出当时义气所在。《党锢列传赞》以

“渭以泾浊，玉以砾贞……徒恨芳膏，煎灼灯明”对

东汉党人进行了由衷赞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卷三十八称：“《党锢传》首总叙，说两汉风俗之变，

上下四百年间，了如指掌。下之风俗，成于上之好

尚，此可为百世之龟镜。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读之

能激发人。”［４］１

其次，范晔对能保持一己之志节、保持士人气

骨的士人同样大力褒扬，《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列

传论》称：“张堪、廉范皆以气侠立名，观其振危急，

赴险
"

，有足壮者。堪之临财，范之忘施，亦足以信

意而感物矣。”张堪让数百万家财与兄子，后破公

孙述，珍宝山积，而堪纤毫无取；廉范变名姓护卫故

主邓融，触怒明帝收薛汉尸，志节皆有可咏之处。

《鲍永传论》称：“鲍永守义于故主，斯可以事新主

矣。耻以其众受宠，斯可以受大宠矣。……持正之

忤，难以理求乎？诚能释利以循道，居方以从义，君

子之概也。”鲍永先事更始，更始遇害从光武，而经

更始墓，能下拜尽哀而去，确为忠不忘君、行之高节

者。《臧洪传论》：“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

想其行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臧洪为救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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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超，请兵袁绍遭拒，继张超族灭，乃与绍为敌，

终战败身死，范晔虽以史家之识指出其必败之实，

但对其义烈之性仍由衷赞叹。《卢植传论》称：“风

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乱而见贞良之节，则卢公之心

可知矣。”卢植临危执戈仰责段皀，迫其释太后，当

张让、段皀挟帝逃窜之时，又是卢植夜驰河上，救驾

成功，功德至大，范晔对其由衷敬佩。《孔融传论》：

“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谋；平仲立朝，有纾盗

齐之望。若夫文举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动义概而忤

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终之规，启机

于身后也。……懔懔焉，??焉，其与琨玉秋霜比

质可也。”孔融义正词严，抗愤曹操，范氏对之作极

高赞誉，认为其与美玉同质。《独行列传序》：“或

志刚金石，而磗于强御。或意严冬霜，而甘心于

小谅。亦有结朋协好，幽明共心；蹈义陵险，死生等

节。虽事非通圆，良其风轨有足怀者。”《独行列

传》共记２４人，中有９人不仕王莽和公孙度，因其
僭伪于汉室；他亦皆有志节可述。刘茂遇赤眉乱，

舍身救太守孙福；李善力救故主李元的孤儿李续，

亲自哺养，尝尽艰辛，其义烈令人佩服。范式、张劭

讲求朋友之义，一约千金，至死不悔。赵苞任辽西

太守，贼执其母亲妻子相要挟，但赵苞为破贼而不

能顾全母亲妻子，亦可敬可叹。《逸民列传赞》：

“江海冥灭，山林长往。远性风疏，逸情云上。道就

虚全，事违尘枉。”在范晔看来，能够不丧失自己的

志节，为保全名节而舍身入山林，其义气也有可取

之处。正是有赖范晔之笔，这些志节之士的精神才

被描画出来，令人千载之下，犹慨叹不已。

而对不能守全节义之士，范晔则毫不容情，直

接指斥。《马融传论》认为：“马融辞命邓氏，逡巡

陇汉之间，将有意于居贞乎？既而羞曲士之节，惜

不赀之躯，终以奢乐恣性，党附成讥，固知识能匡欲

者鲜矣。”对马融不能以其才为国效力，而屈节于梁

氏，贪图物质享受，未能保持士人风骨加以嘲讽。

范晔高扬士人风骨，直至今日仍足资借鉴。士

人作为“四民”之首，作为中国文化的精英群体，自

应高扬气骨。只有弘扬士之高义，才能使士之“道

统”不致泯灭，也才能将中国文化予以传承并发扬

光大。若士人风骨丧失，则不惟是士人阶层的悲

哀，亦复将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范晔《后汉书》

序论赞对东汉士林精神气骨的历史性阐发，对中国

文化而言可说功莫大焉。

　　三　《后汉书》序论赞对后世中国士人的精神
影响

　　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曾说“此书（《后汉

书》）行，故应有赏音者”。后代志士大多爱读《后

汉书》，他们继承东汉士林那种以节义固其身的优

良传统，高扬士人风骨。《后汉书》序论赞对东汉士

林精神的历史性阐发，对士人志节的彰显，涵养了

后世士人的精神气骨。尤其当国家有难之时，东汉

党人的精神便得到历史性的继承与重现。

陶渊明在当时不能实现自己政治理想，便只能

选择以节义固其身，“真正放弃了俗世的种种利诱，

恪守坚贞不屈的独立人格”［５］，可说直接诠释了范

晔的《逸民列传赞》。

北宋经五代乱离而建立，然而北宋政府对内对

外的积贫积弱，又使真正有抱负的士人在感到失望

的同时又深觉责任的重大。他们有“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气魄与胸襟，在政治上为改

变政权之现状而作不懈努力，先后有范仲淹的“庆

历变政”与王安石的“熙宁新法”。虽变法相继失

败，但士人的伟大抱负与高远理想却与东汉党人并

无二致。诸多士大夫皆能“以天下为己任”，为富国

强兵献计献策，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三苏、曾

巩，无不为天下富强呕心沥血。东汉士人为国家运

命奋不顾身的精神直接影响了北宋士人。范仲淹

《上张右丞书》称“名可巽而道不可屈，怀可卷而节

不可降”，《宋史》载其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

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范仲淹倡之。《宋史·

司马光传》称其“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

作有礼”，观司马光一生，可说为朝廷鞠躬尽瘁。欧

阳修在《五代史记》中专列《死事传》《死节传》《一

行传》，大力褒扬志节之士。《五代史记注例述》

云：“凡朝野事为人士风概，苟备全史之遗，靡惮一

辞之赞，详而有体，冀资范氏之美谭焉。”可见欧阳

修确有继承范晔高扬士人节义之意。《宋史·苏轼

传》称：“（苏轼）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

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

‘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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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不能为滂母邪？’”苏轼一生遭受他人的忌恶挤

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但无论穷达皆适意处之，究

其原因在于能以节义固其身。《后汉书》序论赞对

北宋士人的精神滋养，由此可见一斑。

南宋偏安，许多志士仁人意在恢复，出现许多

死国之士，又一次表现出士人气骨的高扬。《宋史

·李纲传》载：“纲负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为社稷

生民安危。虽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诚义气，

凛然动乎远迩。”宗泽一心为国，抗直言事，虽屡遭

沮毁，不改其心，《宋史》本传载其死时“无一语及

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而薨”。《宋史·岳飞传》

载岳飞“少负气节，沈厚寡言，家贫力学”，宋高宗要

为其营府第，岳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当秦

桧派何铸鞠囚岳飞时，岳飞裂裳示铸，有“尽忠报

国”四大字，深入肌肤，连何铸也深为震撼。辛弃疾

作《九议》《美芹十论》，皆持论正直，不为迎合。文

天祥少时见学官所祠欧阳修、杨邦硋、胡铨像，皆谥

“忠”，便欣然慕之，立为榜样。观其一生，为国为

民，死而后已。《宋史》本传载其临终时衣带中有赞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

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顾炎武《日

知录》有“两汉风俗”和“宋世风俗”条目，可见二者

的内在联系。

继之于宋代士人之后，明代东林党人也禀承了

士之精神气概，他们与宦官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为

东汉党人精神之曲在明代的重新奏响。明代宦官

专权，尤以魏忠贤为最。熹宗朱由校不理政事，致

使魏忠贤权势齐天，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皆

遍置死党。而东林党人正是在与“阉党”的斗争中，

表现出士人的风骨。杨涟、左光斗等上书弹劾魏忠

贤，魏阉将杨涟等“六君子”逮捕入狱并酷刑处死。

但东林党人并未退缩，而是前仆后继，不屈不挠，显

示了整体的强大力量。

作为明末高标士人节义的卓越代表顾炎武与

王夫之，同样体现出与东汉士林相承续的精神气

骨。顾炎武爱读《后汉书》，其褒扬的士人节概对顾

炎武有很大影响。身处明清易代之际，顾炎武感于

马伏波塞上建立功业，同样欲居代北，为国效力，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便从东汉党人而来。

王夫之同范晔一样，有作文士的才性，其《古诗评

选》论诗相当有见地，但他却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贡

献于史学，其《读通鉴论》《宋论》可说直承范晔而

来。王夫之在史论中慷慨激昂，指陈得失，对东汉

党人同样褒扬不已，无怪乎汪荣祖《史传通说》称范

晔《后汉书》序论赞“远开船山史论之先导”。［６］

东汉士林的高节与气概，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

中国士人，与孔子倡导的“以道自任”的精神一起，

成为中国士林的精神源泉。每当国家出现危机之

时，中国士人便挺身而出，置自身生命于不顾，谱写

出一曲曲令人荡气回肠的正气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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